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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解放思想具有以下功能：一是可以拓展理性的边界，使人的推断和预测更为准确；

二是能简化决策过程、克服搭便车行为、增进合作和节省交易费用；三是能刺激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期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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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许

多学者都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基于经济学视角的

分析目前还比较缺乏。作者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中强

有力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可能会以它特有的方法论、

严密的逻辑性、恢宏的历史观、坚实的实证主义对此

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并做出一些富有价值的新的

论断。 
 

一、从完全理性假定到有限理性假设 
的经济学 

 
理性(rational)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经济学大厦

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经济学家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

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1]。然而，经济学

关于人的假设经历了一个从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转变。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

优化原则，即人是理性(经济人)的。亚当·斯密表述首

先表述了这一思想，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

天所需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

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

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2](13−15)

亚当•斯密用“经济人”的思想，阐述了“追求自身利

益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丰裕”这个命题。他认

为，在自由放任的社会里，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会“受

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

意想要达到的目的”[3](26−28)。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完 

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他们认为理性是价值最大

化的代名词。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4]：

①个体的行动决定(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合乎

理性的；②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

信息(完全信息假定)；③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

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

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

大化假定)。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借助边际分析的数

理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构建了一个逻辑优美、

结构严谨的经济大厦，全面论证亚当•斯密的“无形之

手”原理。 
随着经济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完全理

性的“经济人”假定不断地受到不同方面的批判与修

正。现代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认为，人是有

限理性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是阿罗

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

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5]，

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 
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

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

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

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20 世纪 40 年代，

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

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6]：①假定目前状况

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②假定全部可供选择

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

人们所说的“经济人”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即它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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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当丰

富和透彻的特征，以及他们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

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

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尺寸上的

最高点的特征，都是不现实的。因而西蒙主张人是有

限理性的[1](20−21)。关于有限理性，西蒙在他的《人类

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中讲到，根据米勒

等人的发现，短时记忆的容量只有 7+2 项(西蒙认为可

能是 4 项)；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存入一项需要 5～
10 秒钟(西蒙认为可能是 8 秒钟)；记忆的组织是一种

表列等级结构(类似于电脑的记忆体有限，从记忆体到

外存的存取需要时间，以及电脑的储存组织形式)。这

些是大脑加工所有任务的基本生理约束。正是这种约

束，使思维过程表现为一种串列处理或搜索状态(同一

时间内考虑的问题是有限的)，从而也限制了人们的注

意广度(选择性注意)以及知识和信息获得的速度和存

量。与此相适应，注意广度和知识范围的限制又引起

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类似于无知和某种目的意识所

产生的宗教或信仰)，而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反过来又

限制人们的注意广度和知识信息的获得(类似于宗教

或信仰对科学和经验事实的抵制和排斥)。因此，西蒙

认为，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

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

影响的限制。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而不

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

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

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决策者在决策

之前没有全部备选方案和全部信息，而必须进行方案

搜索和信息收集；决策者没有一个能度量的效用函数，

从而也不是对效用函数求极大化，而只有一个可调节

的欲望水平，这个欲望水平受决策者的理论和经验知

识、搜索方案的难易、决策者的个性特征(如固执性)
等因素调节，以此来决定方案的选定和搜索过程的结

束，从而获得问题的满意解决。因此“管理人”之所

以接受足够好的解，并不是因为他宁劣勿优，而是因

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本不可能获得最优解。 
 

二、从有限理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看 
解放思想的作用 

 
(一) 解放思想能拓展人的理性边界，提高人的推

断和预测能力 
我们可以说有限理性理论为解放思想提供了一个

有力的理论支持。这是因为：①思想的解放有助于突

破原有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和相互影响限制，从而

扩展理性的边界。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

其原有思想的束缚，使其认知水平局限于某一层次和

领域，其行为动机局限于短期和局部利益而非长期和

全局利益，并使人们间的相互影响受“囚徒困境”的

束缚而走向双输的死胡同。因而，人们不能勇敢地去

认识、面对和接受新鲜事物，去尝试新的生活、生产

和交易方式。而解放思想则则有助于突破原有认知、

动机和相互影响的局限，从而扩展理性的边界，使人

们能更好地把握局势、推断和预测未来，增强变革和

创新的勇气。②解放思想能增强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

计算的能力。在旧有思想的束缚下：一是，人们无法

认识到信息和计算的重要性。由于获取信息是有成本

的，且成本是实实在在的、可能是要现期支付的；盈

利却是来自未来的现金流，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

样就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幻觉，使之忽视信息的价值

和重要性，认为不值得去为搜寻、获取和处理新的信

息进行支付。对于计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思想的束

缚会使人们忽视计算的重要性。二是，即便人们认识

到信息和计算的重要性，也缺乏相应的能力或工具来

处理和利用她们。解放思想则有助于解决信息和计算

问题：一是人们会认识到信息和计算的重要性，并愿

意为之进行支付；二是，会突破原有思维和方法的局

限，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和更精确地进行计算和规划，

从而缓解有限理性带来的问题。③解放思想能缓解价

值偏见和目标认同所引起的低效率、不公平问题。西

蒙认为，有限理性会导致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问题，

进而会导致人们决策的低效率和不公平。解放思想则

有助于缓解此问题。这是因为，通过思想的解放，人

们能加深对于事物和世界的运行的认识，了解现象背

后的规律和原因，从而增进理解和宽容，寻找到共同

的利益交融点和价值支撑点，并逐步形成共同的、普

世的价值观和目标认同，减少决策中的意见不一致以

及摩擦和冲突，提高决策效率，并以一种慈爱的、宪

政的眼光来看待弱者，减少不公平问题。 
(二) 解放思想能简化决策过程、克服搭便车行

为、增进合作和节省交易费用 
1. 解放思想能简化决策过程 
人们在决策时总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

致决策过程旷日持久，缺乏效率。这些因素包括包括：

①过程和结果不确定性。世界是个不确定的世界，事

物在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其

结果也往往是不确定的，人们无法完全预知。而不确

定性会带来风险，如果人们总是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

不突破思想的障碍，可能导致在决策时犹豫不决、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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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不定。②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人的认知能力是

受智力、信息和计算能力等因素制约的，其理性和认

知水平是有限的，一个人无法全知全能，人来作为一

个整体也无法全知全能。因而，如果人们不敢突破旧

有知识体系的束缚，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想观

念和知识工具时，决策也可能变得困难而低效。解放

思想则会让人们突破认知能力的约束，大胆地采用新

的方法、工具、流程和制度，加快决策过程、提高决

策的准确性和效率。③决策过程受不同利益集团的影

响，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

同的利益目标和利益追求，对于实现其最优利益的方

法、过程的理解和诉求也不一样。因而他们都会为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决策施加影响和压力，多方间

不断讨价还价。如果他们不能以一种共赢、共荣、共

享的思维来博弈，那么就可能导致谈判费用很高、决

策旷日持久，好的方案不能得到采纳，甚至导致冲突

的加剧、社会的动荡。而如果博弈各方解放思想，突

破那种狭隘的利益观和狭隘的利益追求，以一种宪政

的、共荣共享共赢的思维来理解、尊重对方的利益诉

求，对受损的一方予以补偿，从而达成使各方都能接

受的方案，就可能加快决策进程，提高决策效率。④

从制度合作效率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思想观

念)作为世界观的价值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

提供价值信念上的共识 , 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

“摩擦费用”。因此，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

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

引导，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2. 解放思想能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 
所谓“搭便车”是指，人们在狭隘的个人主义成

本-----收益原则的支配下，不付任何费用，从他人或

其他团体那里获得好处[7](7)。集体行动中存在不可避免

的“搭便车”难题。“搭便车”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是当集团成员人数众多时，成员之间对违章

者的监督费用以及处罚其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太高；

二是缺乏对集体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激励机制；三是一

个社会的产权制度供给不足。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时，

理性的个体会选择搭便车，即希望由别人来提供公共

品，自己免费享受公共品带来的好处。既然如此，那

么集体行动会不会因为成员员的搭便车行为而走向无

效甚至死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会采用多重

制度来约束“搭便车”行为对集体行动所带来的伤害，

这其中，解放思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集体行动中

的“搭便车”行为，从而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这是

因为：①解放思想能减少集体行动中的监督费用和事

后的执行费用。在成员相信集体行动中的有关制度、

行动程序是公平、公正的时候，他们对于集体行动的

认同就会增强，从而会自觉地尊重有关行动规则，减

少自身的“搭便车”行为[8](73−95)；而且，当多数人都

认同集体行动规则时，那些“搭便车”者就会受到遭

到来自非“搭便车”者的谴责、鄙视甚至驱逐[9](90−114)。

而解放思想，一是可以提高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效率

和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公正性，二是可以提高成员对

集体行动规则的公平性、公正性的认同，减少其对于

规则的敌视、反抗甚至是破坏行为，抑制其“搭便车”；

甚至在对“搭便车”者进行事后惩罚时，也会降低执行

成本。这样，通过解放思想，就可以减少组织的监督

费用以及事后对处罚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②解放思

想能提供一种激励。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选

择性激励是抑制“搭便车”行为的重要手段[9](95−114)。

费尔曼和甘姆森[10](8−44)则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 
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把奥尔森

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权利分配为前提的

选择性激励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把人们内心存在

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认为，

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从

而忽视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

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

团结感和忠诚感，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 
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

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

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激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

途径之一。解放思想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成员对

集体行动的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并使他们更多

地考虑社会目标的价值，享受为实现社会目标做出贡

献所带来的自豪和喜悦。③解放思想能增加产权制度

的供给。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和产权结构决定了一国的长期的经济绩效 [11](18−28) 

[12](1−20)。然而，一方面，产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公共品。产权制度的供给需要成本，而一旦供给出

来，很多人却可以免费享用新的产权制度所带来的受

益。因而，在产权制度的供给中，就会存在“搭便车”

行为。因而，必须要解放思想，使人认识到产权制度

的变革能带来长期的利益增加；或使那些潜在的受益

者认识到有必要对产权制度创新者提供补偿，而不是

免费搭便车，从而使人们有激励承担提供新的产权制

度的成本而去创新产权制度。另一方面，在集体行动

或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没有明晰的产权约束或由

于许多权利束处于模糊地带，就为个人或团体钻“产

权残缺”的空子，或化公为私、或化他人利益为个人

利益提供了机会。而同时，监督、量度和事后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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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却很高，进行产权变革的成本也常常高到无法承

担，人们无力完全解决委托—代理中的机会主义问题。

因而，在“产权残缺”的情况下，个人或团体思想观

念等意识形态资本存量的多寡对约束个人 或团体的

“搭便车”行为或利己主义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意义上，任何成功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

其基本目的在于促使一些团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

简单地、享乐主义地和个人计算来行事。 
3. 解放思想有助于增进合作，缓解“囚徒困境”问

题 
“囚徒困境”博弈是图克(Tucker)1950 年提出的

一个著名的博弈模型[13]。人类经常面临“囚徒困境”

的困扰，小到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大到国际契约和国

际关系的处理(如：军备竞赛、污染排放、货币竞相贬

值等)，都会陷入“囚徒困境”的泥潭无以自拔。 

“囚徒困境”表明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

择。为何会产生“囚徒困境”呢？解放思想有助于减

轻“囚徒困境”难题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①解放思想有助于增进博弈各方对合作的理解和对长

期利益的珍视。“囚徒困境”产生的根源之一是博弈的

各方在追求自己局部利益的同时忽视了他人的利益，

在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时忽视了长期利益。如果博弈各

方只重视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而忽视长期的、共赢的

利益，那人类就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中，因为这时，

选择合作一方将遭受损失，故博弈当事人的理性选择

必然是不合作，追求一种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解放

思想能引导博弈各方突破原来的狭隘的利益观，认识

到如果只追求一种狭隘的局部、短期利益，必将遭到

博弈的另一方的制衡，自己短期利益的增加不能弥补

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遭受的的长期的损失，当前的

非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会使自己的声誉、品牌、威信

以及社会资本遭受极大的损伤，在长期中将得不偿 
失。而合作和共赢的利益观将会使博弈各方减少利益

冲突，从短期和局部利益的诱惑下、从“囚徒困境”

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追求一种基于合作的、双赢的

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②解放思想有助于缓解信息不

对称问题，从而抑制“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是产生

“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时，博弈

各方对于对手的策略、行为、价值取向和博弈结果都

所知有限，故为增加自己的利益和讨价还价力量会采

取许多防备、迷惑甚至是欺骗行动，而这些行动对于

总的利益增加来说很多都是不必要的、是增加交易成

本的；同时，信息不对称还使双方无法考虑合作时的

总体利益的增加额以及对于双方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合

意的利益分配。而解放思想将有助于双方价值取向和

利益的一致，并使双方认识到信息交流、交换和加强

沟通、协商的重要性，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在

协商中采取既能增加共同利益又能协调利益分配的行

动。③解放思想有助于降低对未来各方的贴现率，从

而抑制“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产生的另一重要原

因是博弈各方对未来利益采用一种较高的贴现率。较

高的贴现率意味着各方对当前利益的重视远远大于 
对未来利益的重视，他们只重眼前而不在乎未来怎样，

他们只贪图眼前快乐而不顾未来死活，故在博弈中，

他们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而非合作的行为，使博弈

陷入“囚徒困境”。解放思想则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未

来和现在同样重要，未来的享受需要抑制现在的消 
费，从而降低人们的贴现率，使他们更愿意合作和追

求一生而非一时的快乐。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将可以决策过程

的简化、搭便车行为的抑制、“囚徒困境”的缓解，而

这将会大大地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增进人们间的合

作，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 解放思想能刺激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期

经济增长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创新和制度变革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主要决定力量。索洛[14, 15]做出了

先驱性的贡献，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够

解释经济增长的 80%。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了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经济增长

的源泉。乔根森和伊普[16]对多国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

研究，他们发现接近 50%的日本产出增长以及超过

40%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产出增长可归因于 TFP 增长。

而罗默[17]、卢卡斯[18, 19]认为只要创新所带来的溢出效

应足够大，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赫普曼[20]则强调，

创新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毁灭”过程，而经济增长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的。此外，越来越多的跨

国研究都表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

要决定力量。 
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制度安排和

制度变迁。亚当斯密[21]很久前就指出产权保护有助于

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诺思分析了整个历史过程

中制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他看来，国家和个

人财产权的划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

用，组织(制度)成功或失败直接导致了社会进步或倒

退，技术知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22](59)。

诺思同样把工业革命视为重要的制度和组织变革
[22](159−160)。此外，巴泽尔[23]，格雷夫[24]、詹科夫和拉·波

塔[25]、巴罗[26]、Patrik Gustavsson & Joakim Persson[27]、

威廉·伯恩斯坦[28]、张五常[29, 30]、张维迎[31, 32]、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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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33]等学者都认为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

经济增长的关键。 
解放思想能促进技术和制度创新，从而促进长期

经济增长。这是因为： 
1. 解放思想有助于有效发现和识别潜在机会，从

而促进创新 
熊彼特[34]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

的新组合”，这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

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

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

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笔者认为，所有的创新，都有

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潜在利润的认识别(当然，这里的

创新主要指来自企业的创新，而在当代社会，企业是

创新的主体，也是将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体)。
创新是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都极高的过程，如果企业

不能有效发现和识别潜在利润，不能比较可能支付的

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期望利润，企业是不敢贸然进行投

资于创新的。而有效发现和识别利润的过程是一个受

思想观念和信息知识制约的过程。思想观念的束缚将：

①导致人们盲从于旧有的权威，不敢突破其知识体系

的束缚，进行大胆的创新。这在历史上有很多先例。

②限于旧有思维，不能发现创新的可能突破口；也不

能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和可能的利润增长点，也不敢采

取新的组织形式。在旧的思维和观念下，人们只会更

多地在原有的市场里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采用的

都是通行的“红海”战略，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

阱。而不是大胆地进行创新和突围，发现“蓝海”并

实行“蓝海”战略。③导致人们害怕风险和不确定性，

而不是寻找不确定性下的利润来源。旧有思想会使人

变得迷信、短视和怯弱，在投资于创新时，更多地考

虑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裹足不前、犹豫不决，而

不是审视不确定性和风险背后可能隐藏的巨大的利润

来源和利润空间。他们不能认识到，利润恰恰来自于

不确定性。西颜说“利润是风落之物”，也即不确定性

是利润的来源，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里是没有利润的。

④不进行思想解放的话，人们就很容易躺在过去成功

的温床里不思进取、缺乏忧患意识，这样也会导致人

们没有激励去发现和识别潜在利润。而解放思想则有

助于解决上述的四个束缚，引导人们有效发现和识别

潜在利润，从而大胆地进行创新。 
2. 解放思想能强化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变革创

新模式、加强创新投入 
一般来说，模仿比创新相对容易，而且面临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也相对较小，故很多个体、企业甚至是

政府都愿意模仿或者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一下改

进，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进行原创性的创新，才能真

正提高一个企业或一国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不在

激烈的竞争中受制于对手的专利技术或高技术所带来

的高效率的威胁，才能在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占据较

有利的位置。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然而，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企业和

政府都能解放思想，真正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使创

新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把创新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

之重并不断变革创新模式、改革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加

强创新投入时，创新才能真正得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引擎。①解放思想能促进创新模式的变革。创新并

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好的有效率的创新模式是

基于各创新主体的比较优势和既有的知识筹备和人才

储备上的，而且，创新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必须

与各创新主体的资源禀赋相适应，否则，在创新上的

高投入并不能带来高产出。这就需要各创新主体解放

思想，寻找真正适合于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知

识储备等的创新模式。②解放思想能拓宽创新主体的

视野，使其寻找有效的外部资源。就我国的许多企业

和地方来说，自身所拥有的人才和知识资源都比较贫

乏，经济发展缺乏项目源、技术源、人才源的支撑，

这就要求他们解放思想，寻找有效的外部力量，如强

化产学研合作和对外科技合作，通过同各大学和科研

院所进行合作来获取创新成果。③解放思想有助于解

决创新中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问题。创新是一种不

同于生产的活动，其所要求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也

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它要求更自由的、更扁平化

的管理机制和更人性化、更分权化、更具挑战性和更

着重技术入股的股权激励机制。而这也离不开解放思

想。唯有解放思想，才敢采用能促进创新的管理机制

和激励机制。④解放思想能促使创新主体认识到知识

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设计出较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基础，没有完善、有效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国的创新是不持久的。然而，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设计是一个两难问题，对创新保

护得过于严格，则会妨碍技术外溢；而对创新保护不

力，则会抑制创新。这就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寻找一

种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⑤解放思想能推进科技

投融资体系建设。创新需要很大投入，而且面临很高

的风险。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引进风险投资资

金，建立一种适合知识创新的投融资体系。 
3. 解放思想能使人深入比较不同制度运行的成

本和不同制度安排的运行细节和相互关系，减少因意

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对于制度认识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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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和长达 10
年的社会动荡后，改变旧有的低效率的经济运行体制

和政治体制，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在转轨

时期必须面临的任务，就这一点来说容易取得共识。

因而，在改革的初期，全社会都认为必须要进行变革

了，再不变革，整个国家就有陷入崩溃的可能。然而，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改革，何处是改革的方向？在改

革初期，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如何进行改革、改革的最

优模式和路径是什么，因而，邓小平提出改革要“摸

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高成本的“过

河”方式，如果我们能更深刻、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方

向，具备更好的有关“过河”的技术的话，其成本可

能会大大降低。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具备较完备

的关于不同制度运行的知识的话，我们的转轨过程可

能会加快、转轨成本会更低、取得的成效会更大。然

而，我们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或者我们大体上

知道某种制度安排的绩效如何，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制

度安排运行背后的原因，不清楚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

是如何组织、如何协调的，也缺乏这种制度如何运行

的细节知识，更缺少这种制度安排与其他的制度安排

之间如何协同的相关知识。然而，一种制度安排要起

作用，我们必须要知道其运行背后的原理、其运作的

细节以及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如果信

息不完全，对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

然产生一些混乱，导致改革进程的高成本甚至是停滞

不前。 
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不同制度

只是泛泛地进行一些大而空的所谓的批判，缺乏深入

地研究，缺乏不同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其运作的细

节、不同制度安排是如何协调的等知识，对导致一国

长期经济绩效好坏背后的制度安排等细节知识更是知

之寥寥，正因为此，导致我们建国后在经济体制和政

治体制方面的运行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而解放思想，

能促使我们以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打量世

界上存在的多种制度及不同体制，促使我们加快学习

不同的有关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的知识，深入理解不

同制度和体制的利弊、短长、其所能和所不能以及不

同制度安排为何为导致不同经济绩效的原因等；也能

使我们克服意识形态的桎梏、摆脱旧有的僵化认识，

以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评价并大胆地吸收

和采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为优秀的各种制度安排，从

而减少制度建设和变迁的成本。 
4. 解放思想能增加对新制度的认同从而降低其

运行成本 
在重建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

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吸收目前他国已有的被实践证

明为优秀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就是突破旧有思想的

约束，大胆地进行创新，寻找与我国现实紧密结合并

能更好地解放我国的生产力和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的制

度安排。我国是一个有独特复杂性的大国，这主要体

现在起点低、资源禀赋稀缺、发展(区域、城乡、经济

与社会等方面)不平衡、知识储备少、受旧有意识形态

束缚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格局复杂等方面。这就限

制了我国和我国的不同地区照搬照抄国外已有的成熟

的制度安排，也限制了我国各地区采取统一的制度安

排。因而，我们必须一方面因地制宜，大胆地进行创

新，寻找与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相适

应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搞太多的地区主

义、搞地区分割从而使得地区与地区间的协调和交易

成本太高。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一方面对各地区

的制度创新要多包容、多鼓励，增强对新制度的了解，

如果新制度能以更低的成本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更

快更好地发展，那我们就大胆地认同它，并在适当时

机推广；对于那些失败的制度创新也要包容，因为制

度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的创新，失败不可避免，关键是

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寻找到更好的创新点。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引导各地区在追求地区利益的同时，着

眼于全局；追求短期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长期的

可持续发展；要使地区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耦合于

全国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减少不同区域间的制度

协调成本和制度运作成本。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企业、一个人要想

取得不断的进步，必须要解放思想，用解放思想来突

破有限理性的束缚、来促进合作和减少人们之间的交

易成本、来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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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ylis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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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we conclude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rst, it can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rationality of mankind, making mankind to have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inference; Second, it can simplif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vercome free-riding behavior,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save transaction costs. Third, it can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ystem and promot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s a result, we must continue to emancipate the mind so as to promote and deepen China’s 
refor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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